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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研究重点与路径建议

俞正樑  秦亚青等

摘  要：目前，全球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了重

大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和动向，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体系改革和建设因而面临新的内外政治形势特点，客观上要求国内学界不

断强化相关研究。在此背景下，本刊邀请俞正樑、秦亚青、郝叶力等九位

国内知名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他们认为，该议题的核心

意涵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及对中国全球治理观进行全面的创新性研究

等重大问题，但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偏重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西方国家

利益，其思维模式和实践路径均无法适应新出现的大变局。鉴于此，国内

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时必须打开新视角，必须体现出东方智慧：一方面在

“变”“改”“建”过程中努力处理好“四大关系”，即新与旧、中与西、

宏观与具体以及学术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为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提供智力支

撑；另一方面还应当尽可能从学术的角度来表述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借用法

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对政策概念进行话语转换，以获取更多国家和

人民的认可和支持。

关键词：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与建设研究  方向与路径研究  机遇与挑

战  东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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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7日，俞正樑、秦亚青、郝叶力、苏长和、郭树勇、陈志瑞、

刘贞晔、徐进和阙天舒等九位国内著名学者围绕“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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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改革和建设研究”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学术研讨。大家直面后疫情形

势下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深刻阐述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点与难点，

同时还就“中国学派”关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方向与路径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现整理摘编如下：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发展背景下全球治理的新机遇新挑战

俞正樑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的核心意涵涉及中国倡导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及对中国全球治理观进行全面的创新性研究等问

题。这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必然承担的大国责任和担当，适应了新时代中

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需求。这一研究要解决一系列重点与难

点问题，要进行系统性集成和创新，要从哲学、理论、观念、战略、制度、

规则、倡议、行动、策略到挑战、障碍和突出问题进行剖析和建构，使之汇

成一个有机整体。目前，全球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出现了重大发展，国际格局也有了重大变化，全球治理因而面临新的机遇

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去美国中心化”趋势、欧洲战略

自主趋势、新兴经济体崛起趋势、跨区域化及区域化和次区域化趋势、创立 

全球新合作机制需求趋势等，积极参与其中，努力使其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

发展。

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不仅迅速控制了疫情，而且还迅速恢复了正常

的经济生活，并在2020年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了经济正增长的国家，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展示了自己的意愿、实力和能力，国际话语权、影响力因

而有了极大提升。与此相对，特朗普政府不仅搞砸了美国国内的疫情防治，

而且还在疫情关键时刻宣布退出了世卫组织，推行疫苗民族主义，拒绝参加

“世界疫苗实施计划”，导致美国的软实力受到重创。现在，新上台的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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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经逐步让美国重返全球治理体系，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两条路

线新的较量正在展开。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对新的形势进行重新评估，必

须聚焦中美两国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所进行的重大战略调整、采取的重大

行动及其所产生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中美关系正在经历着根本性变化， 

两国在各自对外战略上的调整将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和引领

作用。

就中国而言，我们现在已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仅倡导国

际关系民主化，而且还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更支持发展中国家扩大其

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具体而言，中国自身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

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并且已经在全球治理两大问题

领域里实现了路径突破：一是中国倡导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并成

为行动的典范；二是中国创建了减贫治理的全政府全社会参与模式和帮扶格

局，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国际社会解决这一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

的突出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路径，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全球减贫

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此外，中国还全面制定

并实施了气候变化方案，承诺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实

现碳中和这一目标。

就美国而言，虽然拜登政府上台初期把工作重心放在国内治理，但在国

际上已经开始回归而不是继续抽离这个世界，准备再度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

挥领导作用，借此捍卫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制定的治理制度与规则。值得注意

的是，拜登政府准备在新冠防治与气候变化两个重点领域采取重大行动。这

要求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战略意图，因为美国会通过按议

题和领域建立分门别类的联盟这种方式来压制中国。对此，我们要设计相应

的战略和对策，及时应对美国挑战。同时，我们也需要把握好与美国开展合

作的机会，因为拜登政府有三项外交优先事项——全球疫情、全球气候和全

球化问题——都离不开中国的配合和支持。只有准确地把握住了美国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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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我们就一定能够抓住两国合作的时机。

二、时代背景变化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发展研究的难点和建议

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外交学院原院长、教授

世界百年大变局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出现许多新的因素，可能对全

球治理的方式、路径甚至理念产生极大影响，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在此背景下，我们一定要对现在形势下的全球治理问题有一个极

为清晰的理解，然后才能在符合中国现有需要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中国在全

球治理中的作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球治理最大的挑战，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也断定新冠肺炎疫情是联合国建立以

来面临的最重大挑战。这清楚地说明，当今世界最严重的疫情威胁已经具有 

了最充分的跨国性质，这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现实既构成了威胁也提供了

机会。

笔者认为，时代背景变化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发展研究具有几个难

点。第一，全球治理总是与全球治理大格局与世界秩序密切相关，因此研究

需要首先充分理解大格局怎么变、往哪里变。也就是说，处于变革和转型时

期的格局形态往往是扑朔迷离的，重回霸权、走向两极还是真正进入一个多

元多极的时代，这是我们思考全球治理时必须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也是一

个需要缜密分析和研判的难点。第二，世界格局的转型和世界秩序的演变都

会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当前全球治理的最重要的机遇和最严峻的挑战

是什么？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全球化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会受阻中断还

是继续前行，如果继续前行将以什么方式、原则并朝何方向演变下去？第

三，研究需要厘清全球治理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会不会出现“半球化”，

即排他性的全球治理？层级治理和领域治理是否会成为治理的新形态？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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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在哪些方面可以持续，哪些方面需要改革，哪些方

面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四，怎样在新的形势下实施有效治理也是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比如，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需

要考量怎样实现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如何把权威性与合法性结合起来？当前

的新冠疫情这一最需要国际社会合作的全球公共安全危难反映了合法性和权

威性的双缺失这一极为严重的问题，需要我们人类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第

五，中国如何在新形势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尤其是在中美持续竞争甚至对

抗的条件下，怎样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建设和开拓新的合作平台？

基于世界形势变化和以上研究难点，本文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提

出四方面的研究建议。第一，我们一定要考虑重建全球治理共识的可能性，

尤其是主要国际行为体间的共识，通过多边主义共识与全球治理研究议程的

共识达成大国合作与信任。比如，中美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有效全

球治理客观上需要两国进行合作。第二，我们在看到治理背后的理念价值有

不同的理念和原则时，中国的思想和智慧需要得到充分的考虑和反映。鉴于

当今世界是多元文明文化思想共生的时空场域，我们一定要考虑怎样通过文

明交融和文化互鉴，求同存异，找到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全球治理提供我们

的智识资源。第三，我们一定要研究如何把全球治理思想理念、方法原则、

前进路径与联合国目前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一系列措施和行动结合起来。比

如，我们可以为联合国正在进行的“我们共同的议程”项目提供政策建议。

第四，我们一定要把地区治理、领域治理统合到全球治理的框架之中。比

如，鉴于网络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一定要努力把领域治理

的微观盘子与全球治理的宏观盘子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全球治理中的

有机组成部分，让全球治理的内容更加充实和饱满，进而实现最有效的全球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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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要抓住新变量、打开新视角、 

构建治理新格局

郝叶力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少将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研究要真正抓住痛点、难点和亮点，应从三

个方面把握：一是抓住新变量；二是打开新视角；三是构建治理新格局。与

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避免掉进三个“陷阱”之中：一是中西对立的“陷

阱”；二是自说自话的“陷阱”；三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陷阱”。

第一，抓住新变量，避免中西对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一定是在一个

大的时空坐标中体现，因此，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当中最重要的问

题就是变量问题。在变量问题上，我们要抓住两条线：一是时代的变迁这条

线，即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时代、数字革命的科技背景；二是空间的

变化这条线，其关键是百年变局当中的大国崛起、力量对比变化。当前，中

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其中一个正在快速崛起，而另一个正在处于

相对衰落状态。这两大变量是引发当今世界各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抓住这一

点就等于我们在做好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分析中抓住了最主要的变量。特朗普

任美国总统四年的结果是把中美关系推到了谷底；拜登上台后，美国不仅要

重返世界舞台，而且还要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担当领导角色。显然，美国政府

的换届对我们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要抓住这些新的变量，

主动塑造中美关系新常态，尽最大努力避免中美对立尤其是中西对立。

第二，打开新视角，避免自说自话。全球治理研究要避免掉入“中西

对立、半球之治”的“陷阱”之中，而解决自说自话问题是必须抓住的根本

点。如果不突破自说自话的束缚，那么我们就很容易陷入“非黑即白、有你

沒我”这种难调和的僵局之中，因为一味地强调中国观点、中国方案，势必

导致难与世界进行有效沟通对话的结局。笔者认为，要改变叙事模式与话

语体系的中西对立局面，打开新视角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只是习惯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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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从中国看世界，更要从世界看中国、从世界看世界，推动研究更加客观

辩证，减少主观色彩。面对全球治理的新挑战新问题，我们要站在数字时代

这个更高更新的维度上思考如何与世界开展有效对话，而不是鸡同鸭讲，自

说自话。总之，新视角不仅决定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而且还决定了我们如

何看问题的新方法，它要求我们必须构建一个多元、分层、旋转、整体的多

维度思维框架，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这意味着我们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

建设研究不能另起炉灶，而是要在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基础上寻找出最大公 

约数。

第三，构建治理新格局，避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我们开展全球治理体

系改革与建设研究，必须首先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变成人类共识。

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课题研究中注意破解中西文化二元对立问题、

理论与实际脱节问题，以及多边与多方互补治理问题，因为只有在不同的文

化、制度的现实矛盾中，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共商共治共享的共处之道。

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要抓住“变”“改”“建”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要抓住“变”“改”“建”三个点，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首先，全球治理格局的转变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新挑战都是在围

绕着“变”，因此，我们一定要通过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来认识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和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次，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技术参

与、机制改革、价值引领、绩效评估研究都是在围绕着“改”和“建”，客

观上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其中才能有效维护我们不断增大的国家利益。

当今世界大变局中的鲜明现象概括起来就是新冷战趋势与新世界，而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要在后一个框架下进行。通过抽象逻辑语言，

国际秩序可以概括为对立冲突和对立统一。新冷战趋势或者过去国际政治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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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治理模式主要表现为对立冲突秩序或治理体系。显然，对立统一是将来国

际政治秩序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向

和秩序所在。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框架：一是

价值体系；二是制度体系。其中，制度体系中对治理赤字影响最大、消极意

义最大的就是国内对抗式制度体系。因此，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要特别研

究涉外法律体系，尤其是要高度重视在全球改制的过程中如何将国内社会法

制体制与国际全球治理体制相衔接这一问题。另外，笔者还建议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研究一定要关注跨国公司对国际组织的影响。过去40年，很多国际

组织特别是经济类国际组织，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跨国公司的价值观影响。

例如，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大的医药跨国公司的价值观对世卫组织的影

响很大。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一定要有东方智慧，即中国

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不是要推倒重来或者另起炉灶：一方面是整体

上的立新不破旧；另一方面是局部上的破旧立新。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增

量改进但不影响总体平衡的前提下，避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出现大的震荡，

进而确保体系改革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实现。但是，咨政研究需要围绕具体议

题治理展开，同时还要考虑全球治理体系的总体稳定问题，努力做到两者的 

平衡。

五、后疫情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的四个政治环境特点

郭树勇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进入2021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面临着新的内外政治形

势特点，需要我们研究时加以把握。

一是后疫情时期党中央将更加坚定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

设，决心更加自觉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既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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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注重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实行

高水平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的重要相合点，包括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二是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将进一步落实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判断，这

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的新路向新思维。这意味着参与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我们必须一方面要高度注意和认真把握国际关系的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给多边外交带来的政治成本和国际阻力，另一方面还要把国内循

环相互促进放在优先地位，要把能够直接、有效有利于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

全球经济治理议题放在议事日程的首位，因而要认真研究参与全球治理的一

般要求、重点领域和突破节点。

三是“十四五”时期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变革和建设的关系将发生新的调

整，中国将更加注重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倡导在建设中变革，以建设带动

变革，比如，共建“一带一路”能够很大程度上消除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以西

方发达国家主导、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现有贸易投资规则体系中

存在歧视等特征；在RCEP的建设中将更加体现国际区域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和

共治性，以新的区域治理体系建设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四是未来15年（2035年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美关系的大调整

将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战略战术产生重要影响。2021年，

美国拜登政府决心逐步重返全球治理体系，重点与中国争夺领导权，但因其

霸权行为受到经济实力和国内政治等因素掣肘，又不得不在不少全球治理领

域与中国重新开始合作。另一方面，美国的盟国体系仍处于分化组合之中：

一是欧洲盟国战略自主意识相对增强；二是东亚盟国自主性明显加强；三是

澳洲盟国恐华心理有所加重。但是，美国盟国在总体上都对中美关系持一

种观望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多数中等强国都期待中美合

作，并重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同时也希望联合国能够发挥更大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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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作用。

总的看，过去几年的“美退、中进”态势将在未来转化为“美进、中

进”态势。这样，我们就需要深入研究如下重大问题：在全球治理体系领导

权重置和体系建设的总格局中，美国的“返群”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

“进”？中国的“进”与美国的“进”有多大的重叠性、互补性和错峰性？

中国在保持“进”的总格调的同时如何实现“进中有退”和“退中有进”？

以及中美两国如何在共“进”中实现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为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共同作出贡献？

六、准确把握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究中的若干关系

陈志瑞  《外交评论》执行主编，外交学院教授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此时，我们对

其进行宏观把握和深入研究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正当其时。笔者认为，在其主

题与逻辑结构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

一是新与旧的关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全球治理进入了一个新

阶段，全球经济形态、社会生活、热点问题，特别是主要行为体的力量和对

比格局，都在发生变化。但这个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新旧交替过程，而是一个新旧交错、新中有旧、旧中出新的复杂过程。导致

这种结果的关键因素在于全球化并没有终止，这就像黄河大拐弯一样，可能

回转、分流，但不可能终止。在这样一种态势下，我们对全球治理可以有理

想、有期待，但更要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顺势而为、推陈出新，寻求建

构一个多元包容、对立统一的全球治理架构，并在此框架下与世界各国一道

推动再全球化、新全球化进程。

二是中与西的关系。自近代国门大开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应该是一

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就一直是我们国人思考的一条主线，而且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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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要害问题还不时地困扰着我们。过去处理中西关系几乎是我们应对

外部世界挑战的全部；如今时移世易，中国在应对外部世界挑战上已经拥有

了很大的主动权。随着中国崛起、东升西降，国际格局大变，中西方不仅在

实力对比上而且在观念创新和相互关系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以世界

之大、之多元复杂，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远不止是中西方关系问题，也

不止于东西方关系，因为还有南北关系、南南关系，等等，因此，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和建设研究必须包含上述关系。可以说，这与我们倡所导的各种文

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互鉴是平行的、同构的。鉴于此，我们只有登高望

远，才能更上一层楼，谨防中西之间简单的对抗性思维主导我们的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和建设研究。

三是宏观与具体的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究既要有宏观把

握，又要对不同层次、诸多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只有具体起来、

深入下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趋势、发现问题，进而提出更加精准的看法和

对策，并进行理论的升华和总结。比如：在不通过层面上，我们的研究可以

包括中美俄等大国、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全球治理行为体

及其相互关系；在不同领域里，我们的研究可以涵盖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全

球卫生治理、全球气候治理、全球区域治理等重点案例及其相互关系。

四是学术与政策的关系。这个问题看似简单明了，道理不言而喻，但

要处理得当并不容易。研究通常都是以结果为导向，但我们也要注意过程管

理，要自觉区分不同阶段的目标、特性和方法。总体上，学术本身是理论思

维，而国际关系研究属于经世致用之范畴，其命题立意必然会受到现实和政

策的启发和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更加对象化、客观化一些：

首先，着重把一个个问题都要搞清楚弄明白；其次，在搞清楚弄明白的基础

上进行理论的提炼和总结；最后，在观照现实和政策的前提下，提出更切实

可行的对策建议。

总之，吃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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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道理并始终抱持这种姿态，对于我们搞好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

究极为重要。

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究要注意克服几个难点

刘贞晔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究主要存在四个难点。第一，我们如何在

理论上把握全球治理内涵的演变。目前，中国国内的话语大有以全球治理代

替国际政治、以全球治理秩序代替国际权力政治秩序的趋势，因而开始赋予

全球治理以原有国际政治的重要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全球治理恰

当的功能是一个难点。第二，当今全球治理舞台上的话语在涉及到治理方式

问题时很多情况下都出现了“中国之治”和“西方之治”两套不同的表达方

式。从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全球治理舞台由于世界政府的缺失，

各个国际行为体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方案作为其全球治理理念的外

化表达形式不尽相同，因此彼此间如何互鉴互商、在治理价值理念之间如何

获得共识则成为一个难点。第三，从全球性危机的角度还是从人类面对的所

有国际性议题来看待全球治理也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难点。我们在研

究全球治理时不仅需要厘清全球治理究竟是国家间权力政治失灵之处的补充

还是全球治理本身就是当今时代国际合作的全球舞台，而且还要搞清楚冷战

后国际合作的基础在大变局时代背景下发生了哪些变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现

实可能性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第四，中国的影响、角色和作用如何发挥，

中国治理理念、治理价值、治理方式、治理方案包括中国为全球治理投入的

资金、人才、公共产品在当今时代需要怎样具体设计并落实？二战后，美国

通过建立一系列全球多边机构将其治理价值、理念和力量投放至全球各个角

落，今天我们面对的依然是这套美国主导下的多边秩序。如果要在全球治理

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我们不仅要理性面对既有的全球多边机制和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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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而且还要考虑如何将自己的治理理念、方式和力量嵌入其中的问题。

基于上述难点，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来做好全球治理

研究工作：一是鉴于目前全球治理研究的议题非常多、难点涉及的内容非常

广，全球治理研究应当聚焦几个最重要的点上，并努力在重点议题上产生亮

点和突破。二是我们要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不

仅要看到应该改革的一面，同时还要看到如何投入力量和资源予以支持和维

护的问题，因为很多重要的全球治理机制无论是在我们过去几十年发展进程

中还是在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对此，

我们应给予肯定。鉴于此，国际社会和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投入什

么样的资源予以维护和建设，以免这些机制陷于退化和瘫痪，理应成为中国

外交和学术研究中予以关注的重大课题。三是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必

须始终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着重考虑如何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和

“共同进步”这一关键问题，因为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单打

独斗的做法根本行不通。

八、努力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学基础理论框架

徐进  《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

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倡导各国合力应对挑战、扩大共同利益，共护和平、共促发展；另一方面，

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逐渐在多个全球性治理平台上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国际卫生治理

等多个治理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与智慧。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趣也日渐浓厚。与国际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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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存在不同看法、不同版本一样，中国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

应用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一方面，中国学者深切感受到了全球治理的必然

性与合理性，从而加大了其参与国际事务并且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自觉性与力

度，并能够与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地位和作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对

西方发达国家强调和关注的非领土政治、全球公民社会等主张有较多保留，

特别是对突破联合国和多边主义框架、由全球公民社会倡导和推动的全球层

面及跨国层面的活动和新机制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

笔者认为，研究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问题，我们应该首先考虑

全球治理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素问题，不仅要包括对制度层面、责任层

面、价值原则层面和国际法层面的思考，而且还要包括对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

理体系中地位与作用的定位，以及与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同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定

位。基于这三方面的要素考虑，我们就会知道一些问题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时

应该且必须回答的，诸如：中国如何切实推进全球问题的解决，如何应对与中

国密切相关的全球性共同挑战和威胁，如何促进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完善与

改革，如何与不同行为体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如何处理国家主权与超主权性

质的全球原则、规范和法律之关系？等等。对全球治理来说，中国的战略选择

和角色定位与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密切相关，同时也关系到其他国

家对中国未来全球角色的定位。因此，如何从学术的角度来表述中国的全球治

理观，显然是中国学界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学术的角度表述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显然是一个深化全球治理学基

础理论研究、搭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学基础理论框架的良机。

比如，我们能不能模仿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国政治的悲

剧》一书提出全球治理学的假定和假设体系？笔者认为，全球治理学的前

提假定至少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个：一是资源的稀缺性；二是参

与者均为理性行为体；三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四是存在全人类的共同利

益。再者，我们能不能把党中央提出的全球治理观从一个高度政治化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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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话语转化成学术性和专业性的话语，能不能从学术的角度理解共商共建

共享中的“商”“建”“享”这几个字？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全球公

共产品、治理成本、治理均衡、集体行动的难题和制度非中性等学术概念对

共商共建共享进行阐释？当然，研究人员也可以借用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

基本概念对政策概念进行话语转换。可以说在这方面，学术探讨的空间非常 

巨大。

九、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的三大学术任务

阙天舒：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首席专家

当前逆全球化潮流的抬头极大地冲击了全球治理格局，包括美国在内的

发达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设置贸易壁垒、无视全球治理责任，等等，严

重恶化了全球治理矛盾和困境。其结果是，从国内发展到周边环境再到全球

秩序，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渐成常态。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

所面临的“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层叠交错，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

球暴发，不仅大大增加了各种风险，而且也导致当前全球治理体制与民族国

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全球治理最重要

最急迫的问题，世界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及其所导致的不稳定性因而愈发凸显

起来，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后疫情时代下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反思和

推进。在此背景下，全面理解百年大变局的内涵与缘起，准确把握百年大变

局过程中中国国内政治、区域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动向与趋势，从而通过完善

全球治理新旧动能转换的实现路径、机制构建与价值导向，积极参与未来全

球治理体系的转型与升级，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

议题。

尽管国内外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并广泛分布于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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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西方传

统的价值观念和西方国家利益，其思维模式和实现路径因而也无法适应新出

现的大变局。针对上述缺陷，笔者认为，展开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

究需要三个层面的研究作为支撑：一是基础理论与现实趋向相结合的需求探

索研究；二是治理条件、动因与效果并重的问题分析研究；三是政治哲学原

理与实践政策相兼顾的指向对策研究。也就是说，国内关于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问题研究需要在增加东方元素的前提下对以下三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一

是国内关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问题研究的丰富度需要扩充；二是国内对全球

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机制构建研究需要加强；三是国内关于全球治理体系

改革和建设的评估与反思需要丰富。具体而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主要

需要尝试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格

局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一变化又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了哪些挑战？第二，

我们如何在新挑战和新机遇并存的窗口期，通过完善新旧动能转换的实现路

径、机制构建与价值导向，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与升级？第三，我们如

何在全球治理再平衡、利益与规则重构之际，通过对治理能力、变革动能和

参与责任的评估与反思，为全球治理的改革提供创新性的政策建议？

总之，在后疫情时代，不确定性将随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大国间竞争加

剧、各国全球化政策的调整等因素的出现而与日俱增。可以肯定的是，不确

定性将是后疫情时代下的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场景特征，而这一因素的长期

存在无疑会增大我们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问题研究上的难度。

（作者简介：俞正樑，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

上海，200030；秦亚青，外交学院教授，博士，北京，100037；郝叶力，中

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博士，北京，100029；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上海，200433；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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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上海，200083；陈志瑞，外交学院教

授，博士，北京，100037；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

教授，博士，100088；徐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北京，100732；阙天舒，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上

海，200042）

收稿时间：2021年3月

（责任编辑：齐沛禾）

习近平外交思想



18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研究重点与路径建议

Suggestions for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Yu Zhengliang Qin Yaqing, et al.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global situation is undergoing a great change, with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unseen in a century. Many new factors have emerged in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s a result,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s faced with many 

new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requiring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its relevant research. In this context, this magazine 

invites nine well-known domestic scholars, including Yu Zhengliang, Qin Yaqing et 

al., to carry out in-depth and systematic discussions on this issue. They argue that 

the core implications of the issue involv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innovative research for China’s view 

on global governance and other major problems, b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 are mainly based on traditional western values and interests 

of western countries. So their thinking mode and practice approaches are unable 

to adapt to the new changes. In view of this, domestic scholars, when engaged in 

related research, must open up new perspectives and draw on Oriental wisdoms: 

on the one hand, they should strive to handle well the four relations — namel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w and old, Chinese and Western, macro and micro, 

academia and policy —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providing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global governance; on th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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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China’s views on global governance and policy concepts should be expressed 

as academically as possible by using the basic concepts of law, political science and 

other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obtain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rom more countries and 

peoples.

Key Words: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Research on Change and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Direction and Pa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riental Wisdoms


